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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乡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作为中西部乡土社会曾经的缺场者,回流农民

可能面临回流后的文化再适应问题.将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视为在特定文化情境下的能动

行为,构建了“情境—动力—资源”的适应行为分析链,将文化距离视为文化再适应的情境要

素,将回流地地域认同视为动力因素,将社会资本视为能力因素,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问

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文

化再适应总体水平较高,呈现出“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

适应水平＞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的结构特征;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是受文化适应情境、适

应动力和适应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与回流地的文化距离尤其是回流地的差异是导

致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困境的重要情境因素;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是促进回流农民文化再

适应的重要动力因素;在回流地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关系网络融洽度是

提升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重要资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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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轨道.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村人口的市民化,
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农村人口的乡城流动与迁移.研究表明,人口向外流动常常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回

流[１Ｇ２],即乡城人口大迁移不仅表现为农民进城,还表现为农民工返乡.但是,现阶段我国城乡区域发

展失衡,回流农民面临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变化,还有生活环境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世界

意义的重构[３].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流农民也是回流地的陌生人.在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中,文化适

应是社会适应中最直接、最深入、最困难的环节,相应地,文化再适应水平则是衡量回流农民是否融入

回流地社会的关键指标.
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高低可能会影响其在当地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回流农民长期在城市

生活,现代化的经历使得他们比留守居民更具有城市性与现代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回流农民回到

家乡所在地创业就业,在带动当地居民就业、传播现代文明与观念方面的作用初显,是回流地发展的

重要参与者和带动者,是当地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４].另一方面,部分回流农民面临着失业、社会关系

断裂等适应问题,这些适应困境可能导致上述群体“游民化”“灰恶化”的风险,冲击当地社会和谐

稳定[５].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回流农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

振兴促进法»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扶持政策,加强指导服务”,支持返乡人员在乡村创业

创新.为此,了解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探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促进回流农民的再适应,更好

地释放回流农民的潜力,发挥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一、文献回顾

　　关于回流农民在回流地的文化再适应状况,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回流农民能很好

地适应回流地生活.如,有研究指出,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在年老体弱后回到家乡[６],利用既有的市

场圈、婚姻圈和祭祀圈,重新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７],从而快速融入村庄共同体之中;有明确目标主动

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也能通过对乡村文化解构与重构适应当地生活[８].另一种观点认为,回流农民

在回流地文化再适应状况较差.相关研究指出,被动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再适应过程并不顺利.他

们难以适应不完善的基础设施[９]、单调乏味的农村生活[１０]和传统的乡规民约[１１Ｇ１２],因此常沉迷于吃

喝玩乐等娱乐活动[１３],甚至还出现了灰恶化和集体行动[１４].
关于回流人口文化再适应的影响因素,学界主要有三种分析视角:制度文化视角、社会认同视角

和社会资本视角.制度文化视角认为制度环境是移民文化再适应的主要驱动力,可能促进或限制他

们在当地的文化再适应.回流地的发展水平、文化习俗[１５]、回流地居民对回流人口的态度[１６Ｇ１８]等都

会影响移民在回流地的文化再适应状况.社会认同视角认为,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

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１９].作为一种价值观,社会认同

是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２０Ｇ２２].社会资本视角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可以动

用这种关系来获得其他资源,如金钱、工作和知识等[２３].回流农民在回流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转

化为其文化适应优势[２４Ｇ２７].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侧重于原居地回流农民,缺少对新居地回流农民的关注.多基于制度文化视

角,侧重关注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城镇化水平差异等部分适应情境因素的影响,忽视了

回流农民因外出务工造成的与当地社会之间时空距离的作用.同时,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结果不

仅仅是客观适应情境的问题,其主观的适应动力及个体适应资源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多使用定性

研究方法分析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现状,鲜有学者运用标准化量表对其文化再适应水平进行测量.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实证分析适应情境、适应动力和适应资源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可

能影响,并关注原居地回流农民与新居地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差异.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１．理论框架

综合已有定义,本文将回流农民定义为从本县外出从事非农职业１年以上(含１年)后返回本县

内居住、至少１年内不打算再次外出的农业户籍人口.将文化再适应界定为回流农民在与回流地文化

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心理与行为上的积极反应.为深入比较回流农民对不同维度的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差

异,本文将文化再适应划分为物态文化适应、行为文化适应、制度文化适应与观念文化适应四个维度[２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融合加快,农村发展加速.但农村仍然落后,城乡失衡依然存在.因此,

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研究不能脱离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情境考察.对于因长期外出缺席乡土

社会的回流农民而言,城乡、区域间的文化差距是文化再适应的前提.可见,回流地与外出地之间的

文化差异构成了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情境.此外,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主动适应

是影响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重要动力因素;在回流地的社会资本是影响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重

要资源因素.基于上述观点,本研究将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视为在特定文化情境下的能动行为,构建

了“情境—动力—资源”的适应行为分析链,分析适应情境、适应动力和适应资源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

应水平的可能影响,分析框架如图１.

２．研究假设

(１)文化距离与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背景下,城乡、区域之间不

可避免地存在较大文化差异.回流农民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耳濡目染了都市现代文化、工业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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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分析框架

市场文化.当他们回流到小城镇或农村地区时,面对的是不同于都市文化的乡土文化、不同于工业文

化的农业文化或半工半农文化,以及带有深厚行政指令特征的半市场文化.回流农民要想顺利融入

回流地社会,或多或少地要改变其原有的理念、习惯与行为方式,以适应回流地文化环境.对于回流

农民而言,其所遭遇的文化差异甚至文化冲突程度不尽相同,文化再适应的目标与难度也不尽相同.
在影响流出地与回流地文化差异或文化冲突的诸多因素中,文化距离是一个关键变量.文化距离差

异体现于因外出务工导致的与回流地之间的时间距离差异、空间距离差异以及回流地类型差异.
作为回流地社会曾经的“缺场者”[２９],回流农民或多或少会出现家乡文化记忆模糊、文化熟悉感

下降等问题.回流农民离开原居地的时间越长、回流后在回流地的居住时间越短,意味着其在回流地

的缺场时间越长,对回流地文化的记忆越模糊、文化熟悉感越低,文化再适应的难度越大.反之,回流

农民在回流地生活的时间越长,与回流地的文化互动越深入,其对回流地社会的文化认知越全面、理
解越深刻,文化再适应水平可能越高.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１　在回流地生活的时间越长,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越高.
当生活地点发生变化时,人们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活环境、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差异[３０].

两地的社会差异越大,这种结构性差异给回流农民带来的冲击与压力也就越大;两地之间空间距离越

小,人们越容易确切地理解当地社会[３１Ｇ３２].而空间距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地之间社会文化

差异的大小.一般而言,省际比省域范围内存在文化差异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相
对在本县务工的农民而言,跨县务工的农民面临更大程度的适应难题,这也体现了空间距离的影响.
由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１．２　相对省内流动的回流农民而言,跨省流动的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更低.
并非所有的回流农民都返回到户口所在村(居).本研究将回流到户口所在村(居)的回流农民称

之为原居地回流农民,将回流到户口所在县、但并非户口所在村(居)的回流农民称之为新居地回流农

民.对于回流到原居地的农民而言,曾经的乡土生活经历和文化记忆会在其大脑中刻下深刻的文化

烙印.尽管原居地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已经弱化,原居地文化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但那毕竟是他们曾经

的故乡,熟人关系网络并未完全断裂[３３Ｇ３４],心理归属和社会支持的可及性与便利性使其有更大的文化

再适应优势.因此,尽管他们也会面临文化差异或冲突,但影响可能相对较小.然而,对于回流到新

居地的农民而言,新居地文化既不同于回流前其在城市中习得的都市文化,也不完全同于其在外出务

工经商前在原居地习得的乡土文化,而是近乎完全陌生的地域文化.相应地,他们面临的可能是都市

文化、原居地文化与新居地文化三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文化再适应的难度可能更大.据此,提出假

设如下:
假设１．３　较之回流到原居地的回流农民,回流到新居地的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更低.
(２)地域认同与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在遭遇文化差异或文化冲突时,并不是每位回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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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觉得有必要去调适自己的观念与行为.在影响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动力的诸多因素中,对回流

地的地域认同感是一个关键变量,它可以提升人们的自尊,提高其内心的安全感、满足感与归属

感[３５].所谓地域认同感主要是指,回流农民希望在回流地长期生活,而不是将回流地视为暂时栖息

之地;回流农民将自己视为回流地的一分子,将当地居民群体视为自己的内群体,而不是游离在回流

地社区或自我隔离于居民群体之外[３６].一般而言,对回流地地域认同水平越高的回流农民,其融入

当地社会的需求越强烈,文化再适应动力越强,文化再适应行为越积极,文化再适应的水平可能越

高[３７Ｇ３８];反之,那些对回流地地域认同度较低的回流农民,其融入当地社会的需求较弱,文化再适应的

动力不足,文化再适应行为消极[３９Ｇ４０],文化再适应的水平可能越低.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　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度越高,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越高.
(３)社会资本与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回流农民能否顺利适应回流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

受制于其适应条件或资源.文化再适应是文化互动的过程,即适应主体在文化交往过程中认知异文

化,感受并理解文化差异或文化冲突,进而调适自身观念与行为,甚至影响他人观念与行为,以达至文

化融合的过程.在文化再适应过程中,关系网络及嵌入其中的资源是重要的社会资本[４１],也是增进

理解、求同存异、促进融合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在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越大、网络密度越高、关系越

融洽,回流农民认知回流地文化的机会越多,促进文化融合的社会条件越充分.
关系网络规模对文化再适应的影响表现为“熟人多了好办事”,熟人关系网络能为回流农民在文

化再适应过程中提供决策、信息、情感等多元化的支持[４２],有助于网络成员间实现信息共享、风险共

担,从而促进回流农民适应回流地的文化生活.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１　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越高.
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是多元的,既包括生成性关系,也包括继承性关系[４３].相应地,回流农民的社

会关系网络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乡土社会中血缘、亲缘为主的关系网络,另一部分是外出务工

后建立的以业缘、趣缘为主的关系网络[４４].有研究表明,关系网络中亲属的比例越高,网络密度就越

大,个体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越高,网络资源也就越有限,边燕杰等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在上海、深圳、武
汉和天津四个城市的调查,胡荣等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在厦门市的调查[４５Ｇ４６].与在城市开展的研究不

同的是,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回流到县、乡和村(居)的农民.较之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关系网络,其在

回流地的关系网络密度及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作用方向可能有本质的区别.在田野调查中发

现,在遭遇困境时,回流农民首选的求助对象往往是家人与亲戚,而且家人与亲戚也确实能提供支持.
这意味着在半工半农的回流地社会,基于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强关系网络仍然是回流农民的主要社

会联系纽带;较之弱关系,强关系网络更有助于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据此,提出强关系网络假设

如下:
假设３．２　回流地的强关系网络密度越大,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越高.
关系网络融洽度是指个体在既有关系网络中与他人互动的融洽程度.在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融洽

度越高,回流农民与当地社会互动的积极性越高,在遭遇文化冲突时,他们化解分歧、求同存异甚至求

同去异的可能性越大,文化再适应过程也就更顺利.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３　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融洽度越高,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越高.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１．数　据

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２０１８年８月至９月以及２０１９年７月至８月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为

不等概率抽样,具体抽样过程如下:第一阶段,根据调查的方便性及回流人口分布的均衡性,选取了湖

南省株洲市醴陵市和攸县,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和遵义市播州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和谷城县,四
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和罗江区８个县(市、区).第二阶段,在以上８个县(市、区)分别抽取４至６个回

流人口较多的行政村(小区)、４个企业以及１条商业街.第三阶段,在每个行政村(小区)进行系统抽

样,在企业采取整群抽样,在商业街进行立意抽样选取回流农民进行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７０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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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集到当地居民样本１０５８个,回流农民样本５８６个.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适合本研究的回流农

民问卷５４８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３．５２％.

２．变量及其测量

(１)因变量.本文的主要因变量是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总体水平,通过该变量测量回流农民整

体层面上的文化再适应状况.此外,通过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４个子维度进一

步了解回流农民在不同文化再适应领域的状况.各因变量的操作化方法如下:
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主要用于考察回流农民对回流地居住条

件、生活便利度和生态环境等物态文化的适应程度.对于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本文通过以下三个题

目进行测量.即:“与您返乡前的想象相比,本县的居住条件如何?”“与您返乡前的想象相比,本县的

生活便利如何?”和“与您返乡前的想象相比,本县的自然环境如何?”.将受访者的回答做如下赋值:
“非常习惯＝４,比较习惯＝３,不太习惯＝２,很不习惯＝１”.这三个问题的 Cronbach’sα系数为

０．８６２,说明其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据此,取上述３个项目得分的算术平均值,生成“物态文化再适

应水平”一个连续型变量.
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主要用于考察回流农民对回流地生活方

式、交流习惯和本地语言等行为文化的适应程度.课题组询问了被访者对“日常作息时间安排”“交通

规则意识”“饮食习惯”“购物习惯”“聊天、谈家常的方式”和“说话时使用方言,不用普通话”是否习

惯６个问题.将受访者的回答做如下赋值:“非常习惯＝４,比较习惯＝３,不太习惯＝２,很不习惯＝
１”.这６个问题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６３,说明其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据此,取上述６个题目

得分的算术平均值,生成“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一个连续型变量.
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主要用于考察回流农民对回流地习俗、禁

忌等地方规范的适应程度.课题组询问了被访者对“婚丧嫁娶、升学、添丁、迁居仪式”“传统节日的庆

祝方式”“乡规民约”和“禁忌事项”４个方面的适应情况.将受访者的回答做如下赋值:“非常习惯＝
４,比较习惯＝３,不太习惯＝２,很不习惯＝１”.这４个问题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３８,说明其内

部一致性程度较高.据此,取４个题目得分的算术平均值,生成“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一个连续型

变量.
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主要考察回流农民对回流地居民社会责任感、

价值观念的适应情况.我们询问了被访者对回流地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念是否习惯.将被访

者的回答做如下赋值:“非常习惯＝４,比较习惯＝３,不太习惯＝２,很不习惯＝１”.这２个问题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２０,说明其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据此,取上述２个题目得分的算术平均值,
生成“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一个连续型变量.

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变量.信度分析结果显示,上述４个维度、１５个题目的Cronbach’sα系数

为０．８８４,说明其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据此,取上述１５个题目得分的算术平均值,生成“文化再适应

总体水平”一个连续型变量.此外,１５个题目的 KMO值为０．９０３,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近似卡

方值为５０２８．６７２,相伴概率值为０．０００,表明该量表可以做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４个因子,
进行因子旋转后,将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生成“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因子”.

(２)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回流农民的文化距离、地域认同和社会资本.
文化距离变量.文化距离是指人们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时,由于两地之间地理空间遥远、

发展水平或文化习俗差异所产生的距离感[４７].对回流农民而言,文化距离由回流地在场时间、回流

地与外出地的空间距离和回流地类型三个子变量组成.第一,对于回流地在场时间变量,通过询问

“您最近一次外出后,回流到本地的时间?”和调查日期两个问题进行测量.用调查日期减去回流时间

点,生成“回流地在场时间”一个连续型变量,以月为计量单位.因为数值差距较大,本文对该变量进

行了对数处理.第二,省际与省域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地的文化差异程度.如果“调查地

点”与“最近一次外出务工地点”在不同省份,则取值为１,代表“跨省流动”,否则取值为０,代表“省内

流动”.第三,对于回流地类型变量,通过询问“您的现住房所在地与户口所在地是否在同一个地方?”
进行测量,设置了“在同一个村(小区)”“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但不在同一个村(小区)”“在同一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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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和“在同一个省,但不在同一个县”４个选项.如果“在同一个村(小区)”,
变量取值为０,代表“回流到原居地”,否则取值为１,代表“回流到新居地”,生成“回流地类型”一个二

分变量.
地域认同变量.为测量回流农民的适应动力,选取了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这一变量.课题组设

计了“我是本地人的一分子,和本地人没有本质区别”和“生活在这个地方,我有叶落归根的感觉”两个

题器.每个题器的赋值为:“符合＝４,比较符合＝３,不太符合＝２与完全不符＝１”.得分越高,表明

回流农民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水平越高.取两个题目得分的算术平均值,生成“回流地地域认同”一
个连续型变量.

社会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由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和回流地关系网

络融洽度三个子变量构成.第一,对于回流农民在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规模变量,课题组通过询问“在
街坊邻居、亲戚、同事、朋友、政府/小区领导干部中,与您关系较为密切的合计有多少人?”进行测量.
“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是一个连续型变量.由于该变量存在极端值,本文对该变量进行了１％分位

上双边缩尾处理以控制极端值的影响.第二,对于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变量,课题组通过询问“在
街坊邻居、亲戚、同事、朋友、政府/小区领导干部中,与您关系较为密切的合计有多少人?”和“在亲戚

中,与您关系较为密切的有多少人?”两个问题进行测量.通过用“较为密切的亲戚人数”除以“关系网

络规模”,生成“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一个连续型变量.第三,对于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变量,通
过“在日常生活中您与周围的人关系相处如何?”进行测量,将被访者回答做如下赋值:“总是很融洽＝
４,比较融洽＝３,经常有隔阂或冲突＝２和总是有隔阂或冲突＝１”.得分越高,表明回流农民在回流

地的关系网络融洽度越高.本文将该变量处理为一个连续型变量.
(３)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个体经济地位可能对回流人口

文化再适应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区域特征,
以湖南省为参照组,引入湖北省、贵州省、四川省３个虚拟变量,详见表１.

表１　变量基本信息

变量 变量含义和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 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得分算术平均 ３．３７３ ０．４３０
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因子 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因子得分 ０．０００ ０．５９９
因变量子维度

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 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得分算术平均 ３．１９２ ０．７２４
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 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得分算术平均 ３．４５５ ０．４９６
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 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得分算术平均 ３．３５４ ０．５８５
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 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得分算术平均 ３．４３９ ０．５９０
核心自变量

文化距离

回流地在场时间 回流地在场时长(月) ８２．７９０ ７７．３５３
是否跨省流动 跨省流动＝１,省内流动＝０ ０．８９４ ０．３０８
是否新居地回流 新居地回流＝１,原居地回流＝０ ０．３４５ ０．４７６
地域认同

回流地地域认同 回流地地域认同测量指标算术平均 ３．５４６ ０．５９３
社会资本

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 个体交往密切的总人数 ３７．０１３ ３２．５３３
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 个体交往密切的亲属占关系网络规模的比例 ０．２９７ ０．１５３
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 个体对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的评价 ３．６０９ ０．５１０
控制变量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５４７ ０．４９８
年龄 调查时受访者的实际年龄 ３８．８８５ ９．７００
受教育水平 个体的受教育年限 １０．１５３ ２．３３２
健康状况 个体受访时健康状况:患大病＝１,患慢性病＝２,体弱＝３,健康＝４ ３．８７８ ０．４４６
个体经济地位 个体对经济地位的评价:中层以下＝１,中层＝２,中层以上＝３ １．４９５ ０．６２７

所在地区

湖北省＝１,其他＝０ ０．２０４ ０．４０４
贵州省＝１,其他＝０ ０．２７４ ０．４４６
四川省＝１,其他＝０ ０．１８２ ０．３８７
湖南省＝１,其他＝０ ０．３３９ ０．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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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模型设置

本文的因变量依次为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行为文化再适应水

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５个因变量均为连续型变量,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估计自变量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的公式为:

yi＝βi０＋∑βijxij＋ω (１)
式(１)中,yi是第i个因变量,在模型中代表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及不同维度的文化再适应水平,

xij代表第i个因变量的第j个自变量,βij是自变量xij对因变量yi的回归系数,βi０是常数项,ω 为随机

误差值.

　　四、分析结果

　　１．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结构特征

总体而言,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得分为３．３７３,处于“比较适应”与“非常适应”之间.
具体来说,８３．０３％的回流农民处于“比较适应”与“非常适应”之间,１６．７９％的回流农民处于“不太适

应”到“比较适应”之间,０．１８％的回流农民处于“很不适应”到“不太适应”之间.比较而言,回流农民

的文化再适应呈现出“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３．４５５)＞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３．４３９)＞制度文化再适

应水平(３．３５４)＞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３．１９２)”的结构特征.

图２　各维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得分

统计结果显示,６５．５１％的回流农民回到了原居地,

３４．４９％的回流农民回到了新居地,原居地回流农民人

数是新居地回流农民人数的１．９０倍,表明回流农民以

原居地回流为主.分回流地类型来看,与原居地回流农

民相比,新居地回流农民的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更高,
但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

化再适应水平更低(见图２).可能的原因是新居地回

流农民在进行回流决策时,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基础设施更完善、环境卫生更整洁等更能

满足物质文化发展需求的地方.

２．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文化距离、地域认同、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

响.模型１是各因素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的估计结果,模型２至模型５依次是各因素对

回流农民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的

估计结果.所有回归模型均用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２．０,说
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详见表２.

(１)文化距离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假设１．１,假设１．２,假设１．３).结果显示:首先,
在场时间对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有正向影响,但没有统计显著性,可能的解释是,在社会加速

转型期,人们不管在哪里都面临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都要适应出现的新鲜事物.其次,与省内流动

的回流农民相比,跨省流动的回流农民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降低０．１７５个单位,且在５％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假设１．２在物态文化再适应维度得到支持.这可能与回流农民多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流动至中西部地区有关,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其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较低.最后,回流地类型存

在显著影响,与原居地回流农民相比,新居地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显著低０．０６７个单位(p
＜０．１),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显著低０．１２４个单位(p＜０．０５).这说明,回流地类型对回流农民文化

再适应水平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假设１．３得到支持.
(２)地域认同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假设２).结果表明,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度存

在显著积极效应,其每提高１个单位,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提高０．１７０个单位(p＜０．０１),
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依次提高０．２００、０．１９２和０．１７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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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且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假设２得到支持.
(３)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假设３．１,假设３．２,假设３．３).结果表明:首先,

在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规模具有显著积极效应,其每增加１个单位,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提

高０．００２个单位(p＜０．０１),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

文化再适应水平也显著提高０．００２个单位.假设３．１得到支持.其次,在回流地的强关系网络密度每

提高１个单位,回流农民的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提高０．３３２个单位,且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假设

３．２在物态文化再适应维度得到支持.最后,在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融洽度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其每增

加１个单位,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提高０．１３０个单位(p＜０．０１),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制
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依次提高０．１７６、０．１４２和０．１１７个单位.假设３．３得到

支持.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年龄、个体经济地位均与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显著正相

关,湖北省回流农民比湖南省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显著更低.
表２　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

统计项

文化再适应

总体水平

回归１

物态文化

适应水平

回归２

行为文化

适应水平

回归３

制度文化

适应水平

回归４

观念文化

适应水平

回归５
适应情境(文化距离)

回流地在场时间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８)

是否跨省流动
－０．０６３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８)

是否新居地回流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８０ －０．１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适应动力(地域认同)

回流地地域认同 ０．１７０∗∗∗ ０．０７７ ０．２００∗∗∗ ０．１９２∗∗∗ ０．１７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适应资源(社会资本)

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
０．０６０ ０．３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１１６) (０．１９８) (０．１４１) (０．１５２) (０．１６３)

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
０．１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１７６∗∗∗ ０．１４２∗∗∗ ０．１１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０)
控制变量

性别(男性＝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身体健康状况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３)

个体经济地位
０．０８９∗∗∗ ０．２０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所在地区(参照组:湖南省)

贵州省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１２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６)

湖北省 －０．１２４∗∗ －０．２９１∗∗∗ －０．０５１ －０．１５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１)

四川省
－０．００３ －０．２４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９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９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２)

常量
２．１５５∗∗∗ ２．３８１∗∗∗ １．９６６∗∗∗ ２．２１０∗∗∗ ２．２７１∗∗∗

(０．３０４) (０．５０３) (０．３６８) (０．４１７) (０．４１８)
观测值 ５４８ ５４８ ５４８ ５４８ ５４８
R２ ０．２２２ ０．０９７ ０．２０３ ０．１７０ ０．１２９

　注:①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②∗ 表示p＜０．１、∗∗ 表示p＜０．０５、∗∗∗ 表示p＜０．０１.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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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表３　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统计项

文化再适应

总体水平因子

模型６

文化再适应

总体水平

模型７
适应情境(文化距离)

回流地在场时间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是否跨省流动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６)

是否新居地回流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８)
适应动力(地域认同)

回流地地域认同 ０．２００∗∗∗ ０．１７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２)
适应资源(社会资本)

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８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２)

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 ０．１５０∗∗∗ ０．１２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４)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量 －１．４４５∗∗∗ ２．１４８∗∗∗

(０．３５３) (０．３０６)
观测值 ５４８ ５４８
R２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４

为了检验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本
文通过更换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的测量方式、
对自变量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进行双边缩尾处理的方

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表３.具体而言,运用因

子分析及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回流农民文化再适

应总体水平的因子得分,将新生成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模型６所示.由于回流地关

系网络规模存在极端值,尽管前文已对回流地关系网络

规模进行了１％分位上双边缩尾处理,但为了进一步验

证结论的稳健性,又对该变量进行了５％分位上双边缩

尾处理,回归结果如模型７所示.估计结果与已有分析

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本研究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

健性.

４．文化距离、地域认同和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文化

再适应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如前文所述,回流农民与回流地的文化距离、对回

流地的地域认同和在回流地的社会资本会影响其文化

再适应水平.既有研究强调适应情境、适应动力、适应

资源的代际差异[１０,４８Ｇ４９],本文检验文化距离、地域认同

和社会资本在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上是

否存在代际差异.以出生年份１９８０年为标准,将回流农民分为新生代组和老一代组.表４报告了分

组样本的回归结果.模型８和模型９的结果显示,回流地在场时间显著提高了老一代回流农民的文

化再适应水平(β＝０．０７６,p＜０．１),跨省流动、新居地回流显著削弱了新生代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

水平,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１４６和－０．１５３,分别在１０％和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省外流

动、新居地回流经历是影响新一代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障碍因素,与之不同的是,回流后在当地生

活时间越久,老一代回流农民越能缓解因曾经“缺场”造成的文化不适应状况.模型１０和模型１１的

结果显示,在老一代组和新生代组,对回流地地域认同度均显著提高了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

(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２１３、０．１８０,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其对新生代回流农民的影响更大.模

型１２和模型１３的结果显示,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均显著提高了回流农民的

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对老一代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有显著正向影

响,回归系数为０．２６４,且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的影响并不显

著.这说明,关系网络是回流农民重要的社会资源,不同的是,血缘、亲缘等继承性关系网络是老一代

回流农民的重要社会资本,而业缘、趣缘等发展型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社会资本.这种代际差

异也恰恰说明了时代变迁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差序格局”的变化.
表４　文化距离、地域认同和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统计项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模型１３
适应情境(文化距离)

回流地在场时间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６∗ — — — —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９) — — — —

是否跨省流动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９ — — — —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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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统计项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模型１３

是否新居地回流
－０．１５３∗∗∗ －０．０５０ — — — —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８) — — — —
适应动力(地域认同)

回流地地域认同
— — ０．２１３∗∗∗ ０．１８０∗∗∗ — —
— —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６) — —

适应资源(社会资本)

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
— — —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 — —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
— — — — －０．１１３ ０．２６４∗

— — — — (０．１７３) (０．１４６)

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
— — — — ０．１０６∗∗ ０．２５１∗∗∗

— — — —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量
２．８３３∗∗∗ ３．５８１∗∗∗ １．９２６∗∗∗ ２．９７１∗∗∗ ２．５１８∗∗∗ ２．７３２∗∗∗

(０．３５２) (０．２４４) (０．３６８) (０．３１１) (０．３４８) (０．２７２)
观测值 ３０５ ２４３ ３０５ ２４３ ３０５ ２４３
R２ ０．１０９ ０．０７４ ０．１６３ ０．１０９ ０．１３８ ０．１８４

　　五、结论与讨论

　　关于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现状,学界有“适应”与“不适应”两种观点;关于影响因素,既有研究

对适应动力、适应资源及部分适应情境的关注不多.基于课题组在湘、鄂、川、黔四省的调查数据,本
文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验证了上文提出的大多数

假设.首先,尽管多数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较高,但仍然不乏文化再适应困难的回流农民;尽
管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较高,但仍然存在着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滞后于制度文化再适应

水平、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的问题.在文化堕距论看来,在文化变迁过程中,
通常是物质文化系统变迁先于制度文化系统变迁,制度文化系统变迁先于观念文化系统变迁[５０].而

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结构性特征与之并不一致.这种差异恰恰折射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基础

设施、现代治理水平和理念文化方面的显著差异.其次,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是受到适应情境、适应

动力和适应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与回流地的文化距离尤其是回流地的文化差异是导致回流

农民文化再适应困境的重要情境因素;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是促进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重要

动力因素;在回流地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关系网络融洽度是提升回流农民文化再

适应的重要资源因素.同时,文化距离、地域认同与社会资本因代际差异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

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
文化距离的影响体现为:与原居地回流农民相比,新居地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更低,

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也更低;与省内流动的回流农民相比,跨省流动的回流农民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

显著更低.地域认同的影响表现为: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度越高,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越

高,其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也越高.社会资本的影响表现为:回流地关系网络

规模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有显著正效应,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

体水平越高,其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也越高.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

度仅对回流农民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对回流农民文化再

适应水平存在显著正效应,关系网络融洽度越高,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越高,其行为文化、制
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也越高.

上述发现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大雁归巢”渐成常态,回流农民在带动当地发

展上的领头雁作用初显.要形成“雁阵效应”,需要政府的积极回应.
第一,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缩小区域间物态文化距离.要切实改善中西部地区交

通环境和卫生环境,提升中西部地区生产生活便利度和环境友好度,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物

态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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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中西部地区公共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缩小区域间制度文化距离,提升回流农民地域

认同感.相关研究表明,民众信心不足会催生经济风险与社会危机[５１],对民众社会态度的把握与心

理建设至关重要[５２].一方面,要聚焦工商行政审批、就业创业金融支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土地流

转制度等事关回流农民创业就业的关键领域,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提升回流农民就业创业支持政策的

普惠性、可及性.另一方面,创新就业培训内容和形式,提升回流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强化其安居乐业

意愿,激发其文化再适应动力.
第三,拓展文化交流平台,拓宽回流农民人际关系网络,提升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能力.首先,要

积极整合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和社区的力量,组织开展公众文体活动、文艺表演、志愿公益、趣味比赛

等多元化的文化活动,动员、吸引回流农民参与当地的文化活动.其次,强化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充分

整合居民(村民)议事会、居民公共服务中心、公共文化广场等文化平台,接纳、吸引回流农民参与回流

地文化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氛围,使回流农民在公共文化参与中拓展人际关系网络,进而提升

文化再适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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